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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之初，国内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治理一

度呈现出“治乱”局面［1-2］。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

授曾用“三个双轨制”［3］表述来概括这一乱象：①案

由双轨制，“医疗事故责任”和“医疗过错责任”的双

重案由；②赔偿双轨制，“人身损害赔偿”和《医疗事

故处理条例》规定赔偿两种类型；③鉴定双轨制，医

学会系统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鉴定机构

的“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并存。除此以外，还存在救

济途径的“二元化”［4］，即行政途径和司法途径等。

上述种种因素共同构成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治理

体系中的多重二元结构，致使领域治理逐渐呈现出

“司法—卫生”的双重属性。而与此相对的医疗损

害鉴定制度建设也呈现出多元化与碎片化趋势，缺

乏对现实治理的整体性回应与时空塑造力，大有掉

入“制度陷阱”的趋势。为此，司法部门在后续改革

中也试图弥合这种多维度的二元分裂，其中《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的通知》（法〔2011〕42号）将两类案由统一为“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该

法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现已失效，其相关内容

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所取

代）明确了医疗损害责任适用统一的侵权赔偿标

准，在法律层面上消除了“案由双轨制”和“赔偿双

轨制”等二元问题，形成了同一法律事实。而在医

疗损害鉴定的双轨制模式上，“司法—卫生”领域莫

衷一是、各执一词，也一直“纠缠”于医疗损害责任

纠纷治理的进程之中［5］，至今仍无定论。因此，如何

全面准确认识这一问题，并能更好地推进医疗损害

鉴定制度的统一性建设，成为领域重中之重的核心

议题。故而，本文以制度建设主线为研究切入点，

回溯 21世纪以来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建设及其演进

变化，以期为领域后续的制度变革和顶层设计提供

有益思考。

一、医疗损害鉴定的双重性：双轨制运行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条条管辖”“条块管辖”等

问题一直是领域关注的重点和难点，如何在多元共

治的框架中处理好“条条关系”与“条块关系”，是关

乎治理成效的关键所在。而在医疗损害鉴定领域，

国家司法机关与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同样存在着“条

条管辖”“多重治理”的现象。2002年《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1号）的出台，确立了以医学

会为主导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随后，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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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件的通知》（法发〔2003〕20号）以司法解释的

形式明确了司法鉴定机构的“医疗过错司法鉴

定”。自此，“司法—卫生”部门均自上而下地建立

了相互独立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体系，这也是双轨

制模式确立的法理依据。直观来看，业界对于不同

鉴定模式所持观点，实则体现了医疗纠纷治理所内

含的“医学—法学”双重属性以及由此衍生的不同

法理倾向。质言之，司法治理与行业治理均是医疗

损害鉴定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考量的关键维度。

然而，政策自上而下的双重顶层设计所形塑的两套

主导逻辑体系：一套是以临床医学“同行评价”为核

心的鉴定模式，另一套则是以法医学理念所构造

的鉴定形式，两者在具体鉴定程序及机制上存在

较大的结构性差异。由此，“条条管辖”下的两套

鉴定逻辑赋予了地方治理更多的选择，形成了诸

如北京市一元化司法鉴定模式［6］、上海市一元化医

学会鉴定模式［7］、浙江省“双轨制鉴定模式［8］等为代

表的三种地方治理样态。与此同时，双轨制模式确

立的初期，领域争论的核心焦点是“谁更具备医疗

损害鉴定主体的合理性”［9-10］。

随着制度实践的循序渐进，当医疗损害鉴定程

序被锚定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妥善处置的一种决

定性路径依赖时，双轨制模式的争论已不再囿于业

界龃龉，而是广泛延伸至实践中的医疗纠纷源头以

及相关治理主体。具体来说，从地方渐进累积的实

践经验表明，在推行双轨制鉴定模式的省份，同一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在“司法—卫生”两种鉴定

模式下，其鉴定意见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甚至

截然相反的现象；而在实行一元化鉴定模式的省

份，同一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在同一鉴定机构

下，不同鉴定专家组或同一鉴定专家组在不同鉴定

阶段的鉴定意见也会出现一定差别［11］，且这一现象

也涵盖在双轨制鉴定模式之中。这种鉴定意见的

不一致现象，不仅给医疗纠纷的妥善治理带来了巨

大挑战，更为医疗鉴定主体或模式之争埋下了不可

调和的隐患。因此，针对这一差异现象展开循因析

理发现，前者更易归咎于双轨制鉴定模式的体制问

题，尤其是两套医疗损害鉴定逻辑机制的不统一显

得格外突出；而后者则与鉴定专家成员构成、认知

经验、逻辑推理、再理解等因素呈正关联性，当然这也

需要后续在“鉴定专家组”的人员设置、议事程序、内

容机制等方面的进一步统一与规范。而随着实践的

深入，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治理中，案件的再次鉴

定、重新鉴定现象持续增多且日益普遍［12］，导致双轨

制鉴定模式下同一案件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不一

致状况日趋严峻。这让原本就难以调和的医患纠

纷双方更加对立，乃至出现纠纷扩大、纠纷转嫁的

局面——将医患间的医疗矛盾转嫁到医疗损害鉴

定程序上等，自然也造成了参与其中的法院、仲裁

机构、调解组织等相关治理方处于“茫然失措”的境

地。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矛盾进一步延伸至医疗

损害鉴定本身，演化为实践中“谁的鉴定更具‘专业

性’和/或‘公正性’”［13］。

由此可见，“司法—卫生”两系统在未能充分

平衡系统间自洽关系以及程序统一性的背景下，

双重自上而下地对医疗鉴定制度体系进行设立与塑

造，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两种不相统属、不相统一的医

疗损害鉴定双轨并行模式。在这一框架下，地方

政府不论是选择双轨制鉴定模式，还是一元化鉴

定路径，两者均呈现出“制度非均衡”（institutional
disequilibrium）的状态。首先，在实行双轨制鉴定模

式的地方治理中，主要表现为“制度竞争”（institu⁃
tional competition）的格局，较多的是“司法—卫生”

两系统间不同规则体系之间的博弈过程，其竞争博

弈也是多方面、多形态的，包括医疗鉴定的机构之

争、机制之争、规则之争和标准之争等诸多内容。

从理论上来看，制度竞争的实质内涵并不是消极

的，在拥有共同治理基础与目标的前提下，多个制

度供给主体通过阶段性的治理成效来检验多套制

度体系间的差异化优势，或是借助制度竞争展开领

域治理的制度探索或创新等，进而能够在累积经验

上形成推动领域有效治理的制度优势，甚至达到理

想上均衡性竞争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整体上是一

种积极的、良性的竞争关系。但在医疗损害鉴定领

域，其双轨制鉴定模式在地方的多年治理实践中，

并未形成有效的良性竞争或制度间良性互动的局

面，反而呈现出趋于相互抵触、消解的“竞争失灵”

“竞争失效”的境况。其次，在推行一元化鉴定路径

的地方治理中，主要表现出“制度垄断竞争”（monop⁃
olistic competition）的现象。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上

只赋予某单一医疗损害鉴定路径的“合法性”——

属于“倡导性”规定、而非“强行法”，导向性限制其

他治理路径的制度表达。美国学者蒂伯特的“用脚

投票”模型表明，当纠纷双方或其中一方对某种医

疗损害鉴定救济制度心存顾忌与偏见，或该医疗损

害鉴定路径不能为其带来——相较其他救济路径

——更多的“利己”正义时，自然状态下的当事人

则会选择放弃该制度。这种制度的“供给约束”和

“刚性需求”之间存在明显不对等、不匹配的关系，

其显然也与医疗纠纷妥善处理的核心要义相悖［14］。

与此同时，在一元化鉴定模式中，往往还可出现超

越地方性规制的程序安排。比如，江苏的一元化医

学会鉴定模式，当医患双方协商一致时亦可委托司

法鉴定机构开展相关医疗损害鉴定，即存在地方规

制以外的“隐性制度安排”［15］，表现为受地方制度供

给约束的司法鉴定制度或启用异地鉴定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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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的制度安排为领域后续的制度变迁提供了重

要改革方向。综上分析，地方政府不论采取双轨制

鉴定模式，还是一元化鉴定路径，其制度建设在应

然与实然状态下均处于非均衡状态。而造成这一

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在双轨制确立过程中并未就

医疗损害鉴定本身的制度耦合和统一性作过多考

量，更多的是自上需要（医疗纠纷治理的属性需要）

和自下需求（纠纷双方处置的内在需求）两个核心

维度相互推动所形成的独立体系，忽视了制度在双

轨之间的统一性，这也是双轨制运行存在制度性内

耗和实践性矛盾的根本原因。

二、医疗损害鉴定的统一性：双轨一体化

自双轨制模式运行以来，面对“司法—卫生”双

轨的制度安排所呈现出的种种矛盾困境，领域如何

借助双轨制运行的规律经验走向均衡统一成为制

度变革的重要课题。在部门方面，自 2010年 7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正式实施生效的同

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和《卫

生部关于做好<侵权责任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

（卫医管发〔2010〕61号），分别将原来司法鉴定机构

的“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和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的名称，从名义上统一为“医疗损害鉴定”，并

都要求围绕医疗纠纷的专业性问题展开科学、公正

的鉴定工作。此后，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司法部于

2018年10月进一步联合发布了《医疗损害鉴定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国卫办医函〔2018〕619号），这

是以“医疗损害鉴定”为中心进行统一性制度改革

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该办法明确赋予了医学会和

具有相关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同等的鉴定主体地

位，同时在医疗损害鉴定的具体程序机制中作了统

一规范性同构的要求，如对参与鉴定的机构和人员

资格条件、同一鉴定专家库、鉴定程序等诸多方面

作出合一规定，破除原先“司法—卫生”相互割裂的

鉴定逻辑体系，并使之在医疗损害鉴定的组织结构

和流程倾向上保持整体性统一。至此，领域在“摸

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的原则下，形成了

“司法—卫生”从个性到共性的医疗损害鉴定双轨

一体化模式框架。该模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并轨

统一变革，而是在原来双轨制运行基础上保留“司

法—卫生”双轨主体，并通过统一医疗损害鉴定程

序逐步凝结成一个动态平衡与功能耦合的有机整

体，从而为领域后续统一性变革奠定基础。

在地方治理上，以江苏为代表的医疗损害鉴定

统一性改革早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推进，成为地方先

行先试的示范引领者。2017年10月，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原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江苏省

司法厅三部门共同颁布了《江苏省医疗损害鉴定管

理办法》（苏卫规〔医政〕〔2017〕1号），该办法在具体

革新内容上也是采用制度同构的方式来形塑“司

法—卫生”双主体参与下医疗损害鉴定的实践统

一性，确立双轨一体格局。从整体来看，国家层面

的制度改革与江苏试点内容是一致的，也契合政

府层面“由点及面、点面结合”的改革试点复制推

广机制［16］。因此，医疗损害鉴定双轨一体化模式可

以通过透视江苏改革的具体做法与实践成效来分

析其制度绩效。在江苏的既有经验中，其核心是将

“鉴定一体化”作为改革推进重心，主要侧重解决两

个方面问题：其一，如何实现“司法—卫生”两系统

对同一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有效衔接和执行统一；

其二，如何确保医疗损害鉴定“同行评价”的一致

性。前者需在厘清“谁委托、谁鉴定、谁评判”等关

键要素的基础上，借助强制性制度规范来统一医疗

损害鉴定的程序机制。如制度性规定统一的鉴定

听证会“六步法”程序、鉴定专家专业构成及其人选

方式、规范鉴定意见书“六大要素”等内容操作规

程，基本实现了“司法—卫生”在医疗损害鉴定中程

序性统一。而后者，江苏省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江苏

省司法行政部门联合组建了涵盖临床医学、法医

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科的“江苏省医疗损害鉴定专

家库”，并设立了相应的管理办公室。该办公室承

担着对入库专家进行动态管理、开展定期培训等工

作职能，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提升入库专家的鉴定

素养。特别是致力于形成具有医疗损害鉴定普遍

基础的价值认知，进而提高同行评议下鉴定意见的

一致性，或是将其控制在“合理差异”范围之内。这

里的“合理差异”应源于案件中对医疗专业性问题

的理解不同，而非制度悬殊或其他外在因素。当

前，江苏医疗损害鉴定双轨一体化改革基本上实现

了实践性统一，但并没有达到完全的同一性，其在

具体鉴定环节上还存在着些许差异。例如，在鉴定

意见的形成上，医学会系统以鉴定专家组合议制确

定，而司法鉴定机构则是临床医学专家出具咨询意

见后，再由法医学专家［17］进行综合判定，保留了系

统间的“权利话语”（power discourse）。江苏省内的

司法鉴定机构与医学会两鉴定系统在围绕医疗专

业性问题所展开的专家论证中，整体上已经呈现出

趋同演化的面貌［18］，改变了原先司法鉴定系统医疗

损害鉴定的医方过错率、过错等级明显高于医学会

系统的差异局面［19］，极大缩小或消弭了体系间的医

疗损害鉴定意见的结构性差异。总体来说，双轨一

体化模式在江苏施行后，其制度化实践实现了制度

变迁的设计初衷，展现了超越双轨制运行的制度优

势与治理效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双轨共融的正

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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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医疗损害鉴定的双轨制运行模式并

非不可调和，通过把握医疗损害鉴定的双重性及其

本源的统一性，并以此展开双轨一体化的均衡制度

建设，能够实现制度化实践趋同的治理成效。这里

的双轨一体化模式，是在双轨制运行和实践智慧基

础上的系统整合与协同增效，侧重强调“双轨”主体

多样性与医疗损害鉴定“一体化”的有机结合。具

体来说，首先，双轨并非简单并列，应是包含医疗损

害鉴定本源中涉及的“司法—卫生”两个不同属性

以及相应的治理主体单元，它们在具体鉴定过程中

的逻辑、理念、机制等方面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但

二者不可偏废，需要共存同向赋能。“双轨共存”的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度建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

实践过程中制度建设的“需求—供给”关系，制度供

求关系的相互作用也是制度系统趋向均衡状态的

重要保障。实践经验表明，医患纠纷双方基于不同

立场、视角、维度以及权衡利弊因素等有着多样性

的鉴定选择需求，强制性一元化鉴定模式压制着纠

纷双方的“自我决定”，使其只能被动配合，制度供

求的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着纠纷的妥善处

置。因此，在制度建设的均衡性维度，应实现自上

而下的制度供给和自下而上的制度需求的紧密耦

合。其次，医疗损害鉴定的一体化“共融”是统一的

关键，围绕并洞察医疗损害鉴定的本质，将两套鉴

定逻辑通过强制性制度同构的方式相互关联、相互

作用。尤其是医学专家与法医学专家在鉴定程序

中的相互嵌入，并通过两者在实践案例中的反复

“共事”互动来消融彼此间逻辑理念的偏见或分歧，

期冀能够形成一致的鉴定逻辑及其价值认同，从而

实现双向嵌入的协同治理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这

套“双轨一体化”模式改革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承认

医疗损害鉴定的双重性与复杂性，不能单纯依赖某

一属性或治理单元，而是应追求整体性“共融共通”

的制度变迁方案。因此双轨一体化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贴合了制度均衡建设的“双适态”［20］：其一是

“司法—卫生”在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体系上处于

相互适调态，其二是满足了相关利益群体意愿的适

意态，从而形成了制度建设中应然价值要求与实然

经验秩序的统一。

三、双轨制转向：理论阐释与变革管理

21世纪以来，国内医疗损害鉴定的制度建设主

要历经了双轨制运行和双轨一体化两个发展阶

段。这一制度变迁是在国家“司法—卫生”两部门

主导下，通过从“制度割裂”到“制度融合”的政策导

向推动形成的。而两阶段的区别在于“司法—卫

生”两套鉴定制度体系是否融合统一。更为关键的

是，双轨一体化模式在地方阶段性的实践进程中，

已彰显出“多元”“统一”鉴定体系的制度优势及其

治理效能，超越了既往的双轨制运行模式。

（一）理论阐释

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复杂而又多

向度的。但从制度建设角度，其制度秩序是从非均

衡到再均衡的过程，且相关主体对“双轨制运行”制

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存在一种不满意而意欲改变的

状态。从理论上来看，双轨制运行到双轨一体化这

个制度建构转向，更契合詹姆斯·马洪尼和凯琴琳·

西伦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institution change theory）
中的层叠（layering）变迁模式［21］，即新制度并不完全

取代旧制度，而是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具言之，

改革在原先双轨制运行基础上通过整合“司法—卫

生”在医疗损害鉴定领域的政策要素，重塑并统一

了制度场域内的鉴定格局，使双轨一体化。这种层

叠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制度演进，而非完全意义上的

制度变革。它最大优势在于稳健性，即在保持“司

法—卫生”医疗损害鉴定组织、结构及其框架稳定

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局部试验、边际调整、新旧制度

平稳衔接的小步伐调整方式来逐步推进制度的统

一演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凝聚变迁共识

和降低改革阻力，从而相对柔性地实现制度优化或

转型。并且，渐进性制度变迁尤其适用于那些多元

化、不确定、高复杂的社会治理领域的系统变革，其

往往也被视为制度变迁成功演化或转型的可行性

策略，故而这也是医疗损害鉴定领域采用渐进式累

积改革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双轨制运行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

理模式［22］，通过透视其在中国式改革历程中的理论

与经验，将有助于业界深刻理解双轨一体化的制度

变迁内涵。纵观国内双轨制改革，普遍采取的思路

是并轨统一或向同质的一元结构转换，且在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还不乏向共治理念升级，如多元

一体、三轨治理等［23-24］。而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变迁

显然更偏向同质的一元结构转换，这一过程更贴合

国内渐进式“增量改革”理论［25］，即改革在保留原有

制度框架、组织结构及其实施机制的基础上展开的

“边际调整”。具体而言，在实务中，除医患之间的

私权自治外，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进入公权治理领域

后，其处置实质必然是围绕医疗专业性问题所展

开，可见医疗损害鉴定程序是领域治理自然而然的

基石。在应然状态下，程序的产生与存在实则无关

乎司法鉴定途径、医学会鉴定路径或其他方式等具

体的制度安排，这里更凸显的是程序的重要性与必

要性。在实然状态下，一次鉴定——可以是司法鉴

定、也可以是医学会鉴定等——对于化解“绝大部

分”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基本是够用的［26-27］，这

也是为什么部分地方治理仅采取一元化鉴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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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所在。

在整体鉴定数据中，除了“绝大部分”医疗损害

责任纠纷案件的处置涵摄于不超过“一次鉴定”程

序效能范围外，还有“少量”疑难繁复的案件存在。

此类“少量”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具有多次鉴

定且鉴定意见相异的典型特征，故而也是集中造成

“司法—卫生”双轨制鉴定模式引申大量“对立”“拆

台”等不统一现象的主要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在

处理此类纠纷案件时，会进一步衍生出鉴定张力的

问题，且需要相关治理主体及时介入并作出回应，

从而增加了治理成本。这类“少量”纠纷案件也会

产生负面累积效应，甚至会对“绝大部分”纠纷案件

中的一部分妥善处置造成影响，进而能影响全局治

理的质量与效率。因此，领域“增量改革”中的“边

际调整”，实则为针对此类“少量”医疗损害责任纠

纷的治理变革。该制度变革是以核心问题为导向，

其思路为在不影响整体“绝大部分”纠纷案件化解

的前提下，针对双轨制运行中此类“少量”纠纷事件

所呈现的实践矛盾等，通过“统一鉴定”的方式予以

变革调整，进而形成以改革关键变量撬动整体的治

理增量。

综上分析，无论是国外的层叠变迁理论还是国

内的增量改革理论，均能很好地阐释现阶段医疗损

害鉴定“双轨一体化”模式转向的道义所在。当然，

也不止于阐释，更在于丰富理解，同时亦可见“双轨

一体化”的制度演进有着广泛的理论深刻性和全面

的融通性。

（二）变革管理

揆诸现实，研究采用两分法将医疗损害鉴定

“双轨一体化”模式的制度演进简化为“顶层设计—

实践探索”两个半程步骤进行审视，可见其“前半

程”的顶层设计在“司法—卫生”两部门于2018年联

合颁布的《医疗损害鉴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出台后，预示着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基本完成。但

这并不意味着改革的完全推进，或更需要自下而上

的地方政府结合区域情境落实“后半程”的实践探

索，尤其是需要地方政府在遵循“鉴定统一性”的原

则下建立符合地方治理特色的具体制度安排。正

如江苏模式保留系统间的“权力话语”等，从而为领

域路径选择或创新提供更多的地方经验模式。

纵观全国，现阶段“双轨一体化”改革正处于一

个新旧制度衔接的过渡时期，诸如北京、上海、广

东、河南等地已陆续跟进变革，同时也存在尚未启

动的地区，总体呈现“冷热不均”的现象。较为直观

的是，“司法—卫生”基于各自系统或学科的“知行

观”所形塑的两套医疗损害鉴定逻辑体系并不具备

从理念到实践的“共融”条件基础。即便是现阶段

由双轨制运行到双轨一体化的变革转向，其也仅仅

是通过制度同构的方式进行强制性“行合一”——

即接近统一鉴定程序机制，而“司法—卫生”系统的

鉴定理念仍存续着体系差异——即存在“知不同”，

整体改革呈现出“行先知后”“知轻行重”的知行关

系。这是“双轨一体化”模式在地方治理改革推进

中步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从改革动力学视角，现阶段能够参与医

疗损害鉴定统一性改革的省市，除具备主动适应的

内在动力外，通常还面临着较大的外在规模鉴定压

力——包含鉴定数量与鉴定质量两个层级。特别

是双轨制运行阶段所产生的负积累效应，使得地方

治理中积聚了诸多超出“一次鉴定”程序效能范畴

的“鉴定增量”。这种“鉴定增量”所带来的延伸治

理负荷，不仅加重了地方妥善治理的负担，还为领

域治理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性，已成

为严重制约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治理效能的关键因

素。在此，如旧鉴定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地方规模

鉴定数量压力完全可以通过调配或增加资源配置

的方式予以化解，但规模鉴定质量压力显然与“鉴

定增量”呈正相关性。然而，随着“鉴定增量”的持

续堆叠，其亦会对既有鉴定秩序构成挑战，进而成

为推动地方变革重要的外部动力条件。

与此同时，反观尚未启动制度变革的地区，这

些省域内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基本上可由旧

鉴定秩序有效处理，呈现出旧制度暂且够用的状

况，且区域内的“鉴定增量”治理负担亦处于其可控

范围内。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治理中惯性发展

的路径依赖效应，导致地方变革缺乏明显的驱动

力。面对这一局面，国内外针对制度变革中“路径

依赖”问题的经验性解决策略，更多地强调从治理

主体的内部因素入手，其核心在于激发地方政府开

展主动“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的主观

能动性［28］。这不仅要求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对既有

“制度—实践”问题的回应，更侧重对该领域未来治

理进行前瞻性规划，并借助制度学习、政策扩散以

及反馈修正等机制，实现因地制宜的治理变革，进

而提高地方政府应对复杂治理问题的及时性与响

应能力。

四、结 语

任何改革并非追求最终态，而是通过不断调适

的过程形成最适态。因此，医疗损害鉴定从双轨制

运行到双轨一体化模式的转变是领域制度建设主

线中与时代治理情境相契合的一种适稳态形式。

显然，后者比前者制度模式更具有统一的治理基

础，但未必是最优解。单从国内双轨制改革所采用

的“并轨统一”或“同质化的一元结构”思路来看，医

疗损害鉴定的一元化模式存在多种形态。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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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元化司法鉴定模式或一元化医学会模式，自

然也包括一元鉴定结构的双轨一体化模式，以及部

分学者呼吁成立单独的医疗损害鉴定中心抑或其

他统一鉴定的形式［29］等。在这些一元化的鉴定范

式中，其实质都离不开“医学—法学”双重属性及其

“司法—卫生”双系统的治理参与，这也是路径演进

或创新的必然因素与制度基础。而现阶段的双轨

一体化范式，其也是试图通过制度同构的方式形成

“行先知后”的统一科学实践观，强调以实践践行深

化融合认识，从而消弭“司法—卫生”在医疗损害鉴

定体系中过分关注各自系统的“知识—话语权力”

倾向，以谋求达到系统间“理念—实践”的知行合

一。故而，领域需要在双轨一体化模式中强化“司

法—卫生”鉴定的共同性与协调性，通过在具体鉴

定活动中双向互动形成对鉴定制度及其实践问题、

规则和价值观的共同认知，既包含认知层面的趋同

性，同时也应涵盖行动层面的协作性，并由此在统

一的鉴定结构中找寻到各自契合的身份与位置，促

进“司法—卫生”相融一体的医疗损害鉴定共同体

的形成。唯有如此，领域治理与制度变革方能产生

事半功倍的协同效应，进而构建起具有内在“多元

一体”特征的真正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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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 selection for medical malpractice evaluation: a dual⁃track
operation or a unifi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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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pivotal component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for medical damage liability disputes，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malpractice evaluation exert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high⁃efficiency
governance in the medical field. Therefore，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wo developmental phases that
medical malpractice evaluation has undergon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namely the dual ⁃ track operation phase and the dual ⁃ track integration phase. It conducts an in ⁃depth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ance patterns and their practical dilemmas within the context of phased institutional
paradigms. This study further offer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changes management analysis on this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he purpose is to explain the institutional genesi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evaluation，
thereby offering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subsequent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innovations in the field.

Key words：medical malpractice evalu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dual ⁃ track operation；dual ⁃ track
integration；practical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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